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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 

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徐丹 于渤
1
 

(哈尔滨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 要】：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 2010-2018 年 26 个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

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

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环境变量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

市创新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以及在空间溢出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各城市创新活动存在明显正向关

联；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显

著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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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科技创新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的全球背景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必须更加依靠创新。城市是各项创新资本的集聚地，是产

业集聚与创新的重要载体。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分化态势明显、部分区域发展面临较大困难的现实情况看，城市群是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的重要空间形态，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区域协同发展是新时期总体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8 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讲话中指出，中心城市与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近年来，国家出台

一系列城市群发展规划，表明城市群发展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因此，提升城市群内各城市创新能力，实现城市群中

各城市联动发展，进而提升区域整体创新能力与水平尤为重要。高技术产业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是以高端技术进行产品

生产与技术研发的企业集合[2]。高技术产业是区域创新发展的主动力，且高技术产业在一定区域内呈现出明显集聚趋势。高技术

产业集群因产品附加值高、产业辐射面广、渗透性和带动性强，迅速成为引领城市群创新发展的增长极。由于创新具有外部性，

城市内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创新存在溢出现象[3],即城市群内各城市创新不仅受本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以及本地区创新投入的影

响，同时可能受城市群内其它城市创新溢出的影响。因此，纳入空间地理因素，考察城市间创新溢出与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

溢出，对充分发挥高技术产业集聚效应，增强城市群内各城市联动性和协同性，进而提升城市群整体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长三角城市群是全球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也是中国最具活力的创新发展前沿阵地。长三角城市群内汇聚大量人力

资本与资源，为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保障。长三角地区已初步形成高技术产业带，并形成相应的高技术产业密集区[4]。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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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中高技术产业集聚在城市创新发展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长三角城市群也存在区域内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心城市与边缘城

市高技术产业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仍存在较大差异。例如，2018 年中心城市上海人均高技术产业产值达 31215.7 元，处于城市

群边缘的安庆人均高技术产业产值则为 17183.9元。上海每万人专利申请量为 62,而滁州每万人专利申请量为 34,安庆仅为 20。

因此，对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研究，探讨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等对本城市

与其它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城市环境变量的调节机制，对于发挥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实现各城市协调创新发展，

提升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创新能力与综合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可为其它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发展与创新能力培育提供借

鉴和依据。 

1 文献综述 

产业集聚相关概念最初来源于马歇尔对产业集聚现象的研究，其将特定区域内的产业集聚定义为“产业区”,并发现产业在

空间地理范围内的专业化集聚能够加速区域内知识传播[5]。克鲁格曼[6]进一步从空间视角研究产业集聚现象。对于产业集聚与区

域创新研究，大多数学者肯定了产业集聚是创新的源泉和动力[7]。波特[8]、巴杰拉[9]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可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产业集聚产生的知识和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具有正向影响[10,11]。在不同空间地理范围视阈下，梅加[12]研究认为，产业集聚对印度

地区创新产出具有显著影响；Luo等
[13]
对中国武汉制造业集聚与区域技术创新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是影响制造业集聚与

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Jo 等[14]研究指出，韩国地区产业集聚可提升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与创新能力，进而使区域获得持续性创

新绩效；Yang 等[15]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探讨发展中国家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发现产业集聚与全球价值链对区域创新

绩效具有积极协同效应。国内学者大多从省域视角出发，探讨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关系。在肯定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省

际创新绩效与技术创新[16]具有显著影响的同时，还指出这种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17]与行业差异[18],相较于工业制造业集聚与生

产性服务业集聚，高技术产业集聚更能推动区域创新体系形成[16]。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城市群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能力

的互动协调关系
[19,20]

。也有学者就此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Blance 对欧洲 250 个地区的制造业集聚进行研究，发现该地区制

造业集聚度对区域创新能力没有显著影响；熊璞和李超民[21]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技术

创新存在单一门槛效应。 

由于创新外部性及其空间溢出效应[22,23,24],学者们将空间因素引入到知识生产函数中，研究区域创新的空间溢出[25]。Anselin 

& Varga[26]、Autant-bernard & Lesage[27]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测度区域创新空间溢出强度，分析创新溢出的空间效应；Qiu等
[28]探究中国海洋产业集聚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Mendez-ortega等[29]对巴塞罗那地区创意产业集聚进行研究，发现创意产业集聚

产生的一系列溢出效应可以促进当地高技术水平提升；Kekezi[30]研究指出，知识密集型产业可通过集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进

而促进产业创新发展。国内学者研究发现，中国省际创新产出存在空间相关性[31,32,33],邻近省份创新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

溢出程度表现出区域差异性
[34]
。与此同时，中国城市间

[35,36]
、长三角地区城市间

[37]
创新活动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随着研究进

一步深入，学者们开始关注各省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38,38,40],发现我国各省高技术产业呈现集聚分布特征，

并且对省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盛彦文等[41]研究指出，我国东部沿海城市群高技术产业和集聚经济对城市群创新

效率具有溢出效应。但吕承超[39]研究指出，我国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并不具备显著空间溢出效应。 

通过梳理国内外文献发现，首先，现有研究集中于探讨各省域范围内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的关系，但对于高技术产业集聚

发挥的创新效应尚未得出统一结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相对匮乏。其次，目前研究大多将环境因

素作为控制变量，探讨其对区域创新的直接影响，区域环境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区域创新产生直接影响。但从环境因素的调

节作用视角出发，探讨其在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之间的调节效应更具价值。最后，已有文献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高技术

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开展研究，但未从空间维度上探讨环境变量在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城市创新之间的空间调节作用。高技

术产业集聚对特定区域内城市创新产出是否存在直接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环境因素能否对上述空间溢出效应产生调节作用?本

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就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影响的直接效应与

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并探讨相关环境因素在上述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的调节作用，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本文旨在

丰富区域创新及产业集聚溢出效应研究，为发挥我国城市群内各城市创新及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城市群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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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内部各城市联动发展，驱动整个城市群创新能力水平提升提供参考。 

本文主要思路是从投入—产出视角结合知识生产函数，构建计量分析理论模型，进一步构建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

与创新空间溢出效应空间计量模型，并对实证结果进行解读与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和研究启示。 

 

图 1研究理论框架 

2 模型设定与选择 

2.1计量模型设定 

知识生产函数[26]可对区域创新溢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有效测度与分析。本文主要研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以及相

关环境因素对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这与知识生产函数的本质相契合。因此，选择知识生产函数作为研究理论模型，

对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创新以及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具有合理性。 

知识生产函数主要从投入与产出视角刻画创新产出，但城市创新产出除受创新投入的影响外，城市高技术产业的空间集聚

也是其重要影响因素。据此，通过加入高技术产业集聚变量得到扩展的城市创新生产函数为： 

 

其中，Y 表示城市创新产出，A 表示常数，投入指标包括物质资本(K)与人力资本(L)投入，H 表示核心变量城市高技术产业

集聚水平，Z表示环境调节变量，本文主要考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城市经济发展为创新提供基础性条件，

外商直接投资体现了城市对外开放与交流程度。α、β、γ、φ 分别为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投入、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和

环境调节变量的弹性系数，ε 为随机误差项。为消除各变量异方差或偏态，对各变量取自然对数并对相应变量符号进行替换，

得到实证模型如下： 

 

其中，CINNO 代表城市创新产出，RD 代表科技经费投入，PD 代表科研人员投入，HLQ 代表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μ 代

表城市创新环境，包括 PGDP(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 FDI(外商直接投资)。lnHLQi,t×μ表示分别加入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与创新

环境因素μ(PGDP、FDI)的交叉项，代表创新环境调节项，i与 t分别表示城市和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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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城市创新能力(CINNO)。研究者主要从创新投入与产出两个方面衡量城市创新能力，区域专利情况能够相对真实地反映该区

域创新能力[42]。研究者一般采用专利申请量与专利授权量衡量区域创新产出，鉴于数据可获性、真实性与通用性，考虑到城市

专利申请量受人为因素与政策因素的影响较小，更能体现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水平，因而本文选取城市专利申请受理量代表

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创新能力。 

(2)核心解释变量： 

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HLQ)。区域创新的关键在于发展高技术产业，研究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本地创新效应与创新空间溢出效

应意义重大，采用区位熵对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具体计算如下： 

 

其中，HLQjit代表 t时期 i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xjit为 t时期 i城市高技术产业产值，xit为 t时期 i城市规上工业

总产值，xjt为 t时期全国高技术产业总产值，xt为 t时期全国规上工业总产值。一般来说，HLQjit的值越高，说明在 t时期该

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越高。 

(3)解释变量： 

科研经费投入(RD)与科研人员投入(PD)。城市创新的资金投入与人力资本投入是影响区域创新的两种要素，因而有必要加

入城市科研经费投入和科研人员投入。考虑到财政科技支出是城市创新资金的主要来源，因而采用财政科技支出衡量城市创新

科技经费投入。对于科研人员投入，本文选取科研、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从业人员作为城市科研人员投入衡量指标。 

(4)调节变量： 

本研究主要探讨城市创新环境要素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城市创新产出之间的调节作用。环境调节变量主要包

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PGDP)。城市经济发展为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地区创新提供优良的环境基础。城市经济发展

水平高，才能支撑城市创新，同时对邻近城市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城市经济基础在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

响过程中发挥重要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FDI)。现有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创新产出及创新溢出的影响存在不同研究结论，尽管如此，长三角城市群由

于城市包容性强、对外开放程度高，可以肯定各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对其发展产生了影响。因此，本文将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长三

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城市创新产出的重要调节变量，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衡量。 

实证分析以长三角城市群为对象，选取 2010-2018年城市群内 26个城市面板数据，各城市专利申请受理量数据以及其它数

据来源于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以及安徽省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高技术产业集聚相关数据来源于长三角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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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市科技局统计文件、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表 1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CINNO 234 9.826 1.209 6.361 11.920 

lnHLQ 234 1.087 0.315 0.200 1.749 

lnRD 234 2.708 1.175 0.020 5.991 

lnPD 234 9.101 1.200 6.525 12.450 

lnPGDP 234 11.186 0.482 9.781 12.068 

lnFDI 234 2.553 1.186 -0.397 5.221 

 

2.3空间计量分析准备 

在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城市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前，本文利用 Moran'sI指数对长三角城市群各

城市创新能力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在计算 Moran'sI指数前，需构建空间权重矩阵。 

第一种空间权重矩阵是地理邻接矩阵，将 0-1 空间权重中的元素定义为：空间相邻时 wij=1,空间不相邻时 wij=0。第二种是

地理距离矩阵，以城市间地理距离倒数的平方建立地理距离矩阵。 

 

式(4)中，dij为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地理中心距离，计算公式为： 

 

式(5)中，R 代表地球半径，x 和 y 分别代表城市中心的纬度与经度。此处选用地理邻接矩阵进行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空

间自相关检验。利用 Stata15.0软件得到 2010—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创新产出全局 Moran'sI指数值，如表 2所示。 

可以看出，2010—2018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创新产出全局 Moran'sI指数均显著为正，呈现显著正空间自相关性，表明长

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创新活动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区域内某一城市创新会受邻近城市的显著影响，初步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各城

市创新存在空间溢出。因此，需在空间维度下，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就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进行

研究。 

表 2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 Moran'sI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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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Moran'sI指数 Z值 P值 

2010 0.226** 2.089 0.037 

2011 0.271*** 2.445 0.014 

2012 0.253** 2.302 0.021 

2013 0.220** 2.042 0.041 

2014 0.258** 2.347 0.019 

2015 0.181* 1.890 0.059 

2016 0.158* 1.699 0.089 

2017 0.199* 1.888 0.059 

2018 0.195
*
 1.858 0.063 

 

注：
*
、

**
和

***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下同 

2.4空间计量模型设定与模型形式选择 

前文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发现，各城市创新产出存在显著空间自相关性，因而初步考虑使用空间计量模型开展实证研究。

根据式(2)的实证模型，引入空间效应，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AR)。 

 

ρ代表被解释变量城市创新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反映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wij代表邻接权重矩阵，α代表核心解释

变量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弹性系数，β1、β2 代表其它影响因素的弹性系数，其余符号解释与式(2)相同。构建空间误差模型

(SEM)如下： 

 

式(8)中，λ代表空间误差的自相关系数。进一步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同时纳入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空间滞后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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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9)中，ρ 代表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的空间回归系数，γ1 代表核心解释变量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回归系数，反映高

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γ2、γ3代表其它影响因素的空间回归系数，φ1代表环境调节变量的空间回归系数。 

对于选用何种形式的空间计量模型，要对空间效应存在形式进行检验。首先，通过 LM检验(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对空间效应

形式进行检验[43],结果见表 3。LMlag与 Robust LM lag统计量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存在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LM error

与 Robust LM error 统计量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存在误差项的空间滞后项。由此表明，选择空间杜宾模型[44]分析高技术

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的本地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较为合适。接下来，开展 Wald 检验和 LR 检验，进一步说明选择 SDM 的适

宜性，结果见表 3。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的 Wald与 LR检验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可以认为 SDM不能简化为 SAR与 SEM,

说明选择 SDM更为适宜
[45]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选择空间杜宾模型(SDM)对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开展实证

研究。 

表 3 LM、Wald及 LR检验结果 

检验 统计量 P值 

LMlag 82.250 0.000 

RobustLMlag 20.165 0.000 

LMerror 290.872 0.000 

RobustLMerror 228.787 0.000 

WaldTest(SAR) 50.278 0.000 

LRTest(SAR) 45.253 0.000 

WaldTest(SEM) 83.954 0.000 

LRTest(SEM) 57.320 0.000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SDM估计结果与讨论 

首先对两种形式下(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估计，此部分模型估计主要考虑核心解释变量高技术产业集

聚对城市创新产出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因而未加入环境调节变量。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长三

角城市群中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空间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显示： 

(1)长三角城市群中各城市创新产出空间溢出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196,本城市创新产出增加1%,邻近城市创新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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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0.196%。表明长三角城市群中地理邻近城市间创新活动具有显著正向空间相关性。其原因在于：鉴于地理位置的邻近性，

创新资源与人力资本在邻近城市间流动更加自由，创新合作更加频繁，促使各城市创新产生空间上的正向溢出效应。但是空间

溢出系数并不高，可能是由于长三角城市群内边缘城市自身创新能力与水平不高，而创新能力较强的中心城市对边缘城市的溢

出与带动效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现阶段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创新活动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溢出程度

不高，长三角城市群要充分重视提升边缘城市的创新能力，补足其创新短板，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的辐射带动效应。 

(2)核心解释变量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提升 1%,本地创新产出增加

0.524%,表明高技术产业是推动城市创新发展的主干力量，可通过高技术产业集聚形成竞合效应与学习示范效应，促进本地区创

新活动，提升本地区创新能力。 

对于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滞后项系数表示空间溢出大小，本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

提升 1%,邻近城市创新产出反而减少 0.372%,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内某一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邻近城市创新具有显著负向空间溢

出效应，高技术产业集聚所体现的空间溢出效果为抑制。原因可能在于：其一，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发展与集聚

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例如，杭州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较高，但与其相邻的绍兴和金华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较低。合肥、芜湖高

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较高，而安庆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较低。这表明高技术产业在长三角部分城市内集中度较高，导致上述城市

对邻近城市各种创新资源的虹吸效应要高于对后者的正向溢出效应，进而造成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的负向溢出；其二，

高技术产业在长三角城市群内发展水平较高、创新活力较强的城市集聚，可能导致在某些城市过度集聚，而过度集聚不仅会降

低城市自身创新产出，甚至会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阻碍邻近城市创新；其三，本文主要研究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空间溢

出效应，不同高技术产业间存在众多经济技术联系，会形成高技术产业多样化集聚。因此，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正

向空间溢出可能更多来源于高技术产业的多样化集聚。 

(3)在其它影响因素中，城市科技经费投入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科技经费要素投入增加可提升本城市

创新能力。因为只有创新资金投入水平不断提升，为城市创新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撑，各城市才有能力和动力促进高技术产业集

聚与城市创新，实现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同时，城市创新经费投入会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产生正向空间溢出。原因在于，较高

的创新经费投入水平在促进本城市创新产出的同时，也为城市间创新合作以及区域创新网络构建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进而带

动邻近城市创新能力提升。 

城市科研人员投入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182,但并不代表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科研人员投

入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反向作用。原因之一可能是，由于科研人员的异质性，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科研人员整体水平与素

质不高，创新活动需要更高素质的核心人员，而非科研人员的低效聚集
[37]
。原因之二可能是，许多高端人才会流入长三角城市

群内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对邻近城市产生虹吸效应，导致人才流动未能发挥出互通共享效应。原因之三可能是，近年来，超

大型城市人才严重流失带来的负向影响显著，虽然长三角城市群中许多城市出台了高端科研人才引进政策，但短期内不足以有

效调整长三角城市群当前科研人员人才结构。城市科技人员投入的空间滞后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目前长三角城市群

中城市科技人员投入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微弱。但高素质创新型科研人员必然会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创新

产出，只是目前来看其影响程度不足。 

由于空间杜宾模型的解释变量所对应的回归系数包括空间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需利用分解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

效应)进一步反映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和其它影响因素对本城市创新的

影响即为直接效应，本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和其它影响因素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即为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效

应分解结果如表 4所示。 

表 4 SDM效应分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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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lnHLQ 0.515*** -0.327* 0.187 

 
(4.790) (-1.690) (1.030) 

lnRD 0.290*** 0.737*** 1.026*** 

 
(3.770) (8.350) (15.440) 

lnPD -0.176*** -0.045 -0.221* 

 
(-2.770) (-0.390) (-1.840) 

 

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地与邻近城市创新均具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与强度存在差异。高技术产业

集聚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每提升 1%,本城市创新产出将增加 0.515%,高技术产业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和范

围经济效应使得企业间交流更加频繁，合作网络更加复杂与紧密，并降低了知识交流成本，促使企业在竞争与合作中产生创新

溢出，促进本地区创新发展。高技术产业集聚的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本地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每提升 1%,邻近城

市创新产出减少 0.328%。同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直接效应系数高于间接效应系数，说明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

溢出效应小于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本地创新效应。 

城市科研经费投入对本地和相邻城市创新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城市科研经费投入每增加 1%,本地区创新产出增加 0.290%,

邻近城市创新产出增加 0.737%,表明本地区经费投入不仅可以提升本地区创新能力，而且能够产生正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而提升

周边城市创新能力。城市科技经费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表明科技经费投入对相邻城市创新的推动作用较大。科研人员投

入对本地区创新的直接效应显著为负，而间接效应不显著，这可能与城市内科研人员基数较小且流动性较强有关。 

3.2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利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进行模型估计。对比基于地理邻接矩阵与地理距离矩阵的估计结

果可以发现：①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ρ)系数显著为正，与基于邻接权重矩

阵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创新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结论具有稳健性；②核心解释变量高技术产

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影响显著为正，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滞后系数符号方向在两种空间权重下是一致的；③城市科技经

费投入、科研人员投入对城市创新的直接影响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是一致的，两者空间滞后系数的符号方向与显著性也保持一致。

由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基于地理邻接矩阵与地理距离矩阵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对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

的本地创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3.3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环境的调节效应 

城市创新与高技术产业集聚都是在特定城市创新环境中产生并形成的，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创新环境会对高技术

产业集聚与城市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纳入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创新环

境变量，考察二者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城市创新产出之间的调节效应，反映到空间杜宾模型中，即分别加入高技

术产业集聚变量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变量、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变量的交互项，估计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5环境变量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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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DP的调节效应 

 

FDI的调节效应 

变量 回归系数 变量 回归系数 

lnHLQ 5.619*** lnHLQ 0.431*** 

 
(3.440) 

 
(3.940) 

lnPGDP 0.712*** lnFDI -0.002 

 
(3.250) 

 
(-0.050) 

lnHLQ×lnPGDP -0.466*** lnHLQ×lnFDI -0.020 

 
(-3.180) 

 
(-0.340) 

lnRD 0.335*** lnRD 0.274*** 

 
(4.120) 

 
(3.330) 

lnPD -0.128
**
 lnPD -0.388

**
 

 
(-2.010) 

 
(-2.200) 

w·lnHLQ -12.548*** w·lnHLQ -0.988*** 

 
(-3.050) 

 
(-2.920) 

w·lnPGDP -1.964*** w·lnFDI 0.481*** 

 
(-4.560) 

 
(3.380) 

w·lnHLQ×lnPGDP 1.093*** w·lnHLQ×lnFDI 0.235* 

 
(2.940) 

 
(1.660) 

w·lnRD 0.716*** w·lnRD 0.480*** 

 
(5.090) 

 
(4.370) 

w·lnPD -0.074 w·lnPD 0.154 

 
(-0.720) 

 
(1.460) 

rho 0.273*** rho 0.072 

 
(3.400) 

 
(0.820) 

Within-R-sq 0.796 Within-R-sq 0.805 

Log-likelihood 27.286 Log-likelihood 24.792 

 

(1)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人均 GDP每增加 1%,本地区创新产出增加 0.712%。城市经济发

展水平在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的直接影响过程中发挥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调节项(lnHLQ×lnPGDP)系数在 1%的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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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水平下为-0.466。也就是说，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反而会削弱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正向影响。原

因在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城市发展活力不断增强，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不断提升，可能导致高技术产业过度集聚

与低效集聚。关注高技术产业规模扩张而忽略效率提升，可能导致各企业间资源掠夺与过度竞争，破坏城市高技术产业集群的

“生态平衡”。同时，某一高技术产业过度集聚可能会阻碍高技术产业多样化发展。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每提升 1%会使邻近城市创新产出减

少 1.964%。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在高技术产业集聚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的溢出效应中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调节项

(w·lnHLQ×lnPGDP)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 1.093。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在高技术产业集聚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的

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中发挥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本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可以削弱本地高技术产业集聚对邻近城市创新的负

向影响。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虽然会产生虹吸效应，能够吸引更多创新资源，但也可能造成城市高技术产业过

度集聚，使得部分高技术产业向邻近城市转移与集聚。高技术产业转移带来资源与人才流动，促进邻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创

新能力提升，从而削弱并中和来自其它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的负向溢出。 

(2)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地创新产出具有微弱负向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不显著的。其原因是外商企业的技

术和资源封锁
[46]

,可能对城市中高技术企业产生逆向挤出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地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过程

中无显著调节效应。但外商直接投资对邻近城市创新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同时其在长三角城市群本地高技术产业集聚

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的负向空间溢出影响过程中发挥积极且显著的调节作用，调节项(w·lnHLQ×lnFDI)系数在 10%的显著性水

平下为 0.235。这表明本地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水平提升可以削弱本地高技术产业集聚对邻近城市创新的负向影响。原因在于，外

商直接投资会为邻近城市带来大量资本和先进技术，通过示范效应、产业关联、技术合作等促进邻近城市创新并削弱本地高技

术产业集聚对邻近城市创新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4 结语 

4.1结论 

本文以长三角城市群中 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长三角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

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检验，并探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投资水平两个环境变量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创新具有显著正向空间关联。从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看，长三角城市群内各

城市间创新活动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具备稳健性。 

(2)核心解释变量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地区创新产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

应。其它影响因素中，科研经费投入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总效应均显著为正；科研人员投入的直接效应与总效应显著为负，

其间接效应不显著。 

(3)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在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过程中发挥负向调节效应，在高技术产业集聚

对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长三角城市群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仅在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的

空间溢出效应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4.2启示 

(1)长三角城市群是一个共同体，应充分挖掘与利用各城市创新活动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中某一

城市创新不仅与本地区创新投入密切相关，还受邻近城市创新溢出效应的影响。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创新能力存在差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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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不平衡。因此，应重视各城市邻近性，充分发挥创新空间溢出效应，突破各城市行政区划，加强各城市间创新合作，

构建城市创新合作网络。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与溢出作用，尤其应充分发挥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上海的辐射

与高技术产业集聚溢出效应，利用政策优势和地理邻近优势，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大都市圈内实现城市间创新联动发展，进而以

圈层力量带动周边后发城市发展。同时，重视区域性创新中心如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等城市对各自圈层内城市的创新溢出

与辐射带动作用，提升边缘城市创新能力与水平，形成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协同创新格局。 

(2)高技术产业集聚是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创新水平的重要变量。要在合理范围内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

平，发挥高技术产业对本地区创新的核心作用。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参差不齐，上海、杭州、芜湖、合肥

等城市高技术产业集中度较高，而邻近的绍兴、金华、安庆等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较低。因此，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要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培育与发展高技术产业集群，充分发挥自身区位优势，适度提升本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促进本地区发展。

例如，上海高技术产业与服务业发达，应积极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高技术制造业的价值链延伸功能；江苏省制造业发达，应充

分发该省城市高技术制造业集聚优势；浙江省数字经济领先，应积极促进数字产业集聚，发展民营经济；安徽省发展后劲足，

腹地广阔，制造业特色鲜明，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强化高技术制造业集聚优势。同时，各省市应重视高技术产业高质量集聚，

而不应一味地追求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规模，高技术产业过度集聚反而会阻碍其正向空间溢出。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应积极

推进与邻近城市高技术产业关联及整合，培育城市特色高技术产业集群，避免无效集聚。完善城市高技术产业链空间布局，更

好地发挥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推进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聚集发展新格局形成，从而实现高技术

产业集聚与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发展。 

(3)科技投入与创新环境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发挥本地创新效应和创新空间溢出效应的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首

先，长三角城市群应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力度，提升知识密集型人才核心能力与素质，调整科研人力资本结构，实施合理的人才

战略，依托高强度研发和高素质人才提升自身创新能力。其次，长三角城市群应不断缩小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注重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为城市创新与高技术产业集聚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最后，长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应充分利用体制优势，以开

放包容的态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引进高端技术。同时，提升自身对高端技术的学习吸收能力，破除技术低端锁定，跨越技术

模仿的鸿沟，提升高技术产业附加值，进而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4.3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①重点关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

未来可继续探讨多种高技术产业集聚方式下本地创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②主要研究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的线性

空间溢出效应，未来可继续探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产出的非线性空间溢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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